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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物上代位论质疑

崔 炜*

内容提要:《民法典》第370条没有将住宅灭失规定为居住权的消灭事由,由此产生了住宅灭失

时居住权能否发生物上代位的争论。基于解释论的角度审视,居住权物上代位论错误地混淆了替

代住宅上承载的经济利益和居住利益,不能实现恢复居住权人完整利益的矫正目标,且用益物权

客体有限性会导致居住权物上代位发生过程中的权利缝隙无法得到弥合。在征收补偿的场景中,

新住宅和旧住宅之间仅具有价值关联性,不具备法律上的直接关系,不能成为适格的代位物。在解

释论层面不具备正当性的情况下,基于居住权上的伦理负载而坚持居住权物上代位,实际上是以伦

理思维替代物权技术,偏离了私法理性的轨道。住宅灭失后,居住权应当归于消灭,居住权人有权

独立地提出损害赔偿或征收补偿。当不存在统一的市场价格时,居住权的财产价值应根据设立时的

对价和剩余期限确定,或参照类似住宅的租赁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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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持续多年的居住权入

典之争尘埃落定。《民法典》物权编第十四章以六个条文的篇幅完成了居住权立法的创制,涵盖

居住权的含义、设立与消灭等主要内容。由于我国 《民法典》未继受德国法上的人役权传统而缺

少相关准用规定,居住权立法的简约化将不可避免地给理论和实践带来困惑和争论。〔1〕

在罗马法上,基于用益权的强大权能,派生出用益权的所有权被称为 “赤裸所有权”(nuda

proprietas)。〔2〕 居住权虽然在权能上不及用益权完整,但设定居住权的住宅所有权内容也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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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被侵蚀和抽空。因此,立法如何设定居住权的消灭事由对平衡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之间的

利益至关重要。《民法典》第370条第1句仅规定了期限届满和居住权人死亡两种消灭方式,而

居住权客体灭失和居住权混同等情形,尚不明晰。立法规定的过于简陋,显然无法满足司法适用

需求,实践中关于住宅灭失后的居住权应当如何处理也是观点各异。〔3〕

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物权客体因毁损、被征收或被处分而与其主体相分离,将导致物权的

消灭。因此,只要作为客体的住宅灭失,居住权即应归于消灭,此即居住权消灭论之立场。〔4〕

与之对应的立场为居住权存续论,其核心观点为居住权在替代住宅上以物上代位的方式存续,故

又称居住权物上代位论。〔5〕传统民法中物上代位的适用范围主要限定在担保物权、优先权和查

封扣押衍生的优先受偿利益等追求经济价值的权利,而鲜少关注用益物权的物上代位性。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理论和实务界却热衷于使居住权在替代住宅上存续,甚至有观点主张,我国原

则上没有必要承认用益物权的物上代位,但可以例外地承认居住权可以通过物上代位在替代住宅

上存续。〔6〕

作为居住权存续论的工具依赖,物上代位制度并非私法承认的一般性原理,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为平衡各方利益所设的制度,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方可适用。〔7〕这就意味着当物权客体损毁、

灭失或被处分时,物权随之消灭才是一般性规则,物上代位论的发生必须具备特定条件。所以,

当居住权不具备发生物上代位的条件时,即意味着完成了居住权消灭论的证立。因此,围绕居住

权存续论和消灭论的争论,本文主要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居住权物上代位是否符合物上代位制度

的解释论构造;若否,则居住权上是否存在某种伦理或价值负载,能够弥合解释论构造的缺陷;

若居住权物上代位论最终无法证成,则居住权消灭后居住权人又应当如何获得救济。

二、居住权物上代位论的解释论之否定

(一)基于物上代位制度原理的否定

1.物上代位发生的实质价值标准

代位制度在民法中是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包括人的代位和物的代位。〔8〕而物的代位又包

·661·

〔3〕

〔4〕

〔5〕

〔6〕
〔7〕
〔8〕

认为住宅消灭后居住权应当继续存续的观点,参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016)京0112民初39069号民事判决

书、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2021)辽0211民初3276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2021)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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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而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2020)苏0621民初5159号民事判决书则持折中观点,认为住宅灭失时居住权并不当然灭失,
但居住权人仅能主张部分拆迁利益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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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俊:《“居住”如何成为一种物权———从罗马法传统到当代中国居住权立法》,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19年第3期;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和完善》,载 《当代法学》2019年第1期;曹险峰、程奕

翔:《论 <民法典>居住权于替代住宅上的存续》,载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参见马强:《私法中的物上代位原则》,上海财经大学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67页。

Vgl.ZieSnijders/Rank-Berenschot,Goederenrecht,Kluwer,2017,nr.294.
参见郑玉波:《民法物权》(修订18版),三民书局2012年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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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般物上代位和特别物上代位。本文所讨论的物上代位,是指特别物上代位,即当事人之间基

础法律关系所指向的物权客体毁损、被征收或被处分后,替代利益在代位物上的存续。〔9〕

物权因客体毁损、被征收或被处分消灭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背离原本通过基础法律

关系所确定的格局。基于矫正正义的理念,法律应当通过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调整,恢复到物权客

体灭失前的利益格局。而作为矫正正义的一般实现方式,损害赔偿的矫正功能存在局限性,虽然其

奉行 “完全赔偿”的基本原则,要求对物权人的损害赔偿不仅要填补其财产差额,更要恢复权利主

体对于具体权益乃至生活目的所拥有的完整利益。〔10〕但是,金钱赔偿的法律效果与 “使赔偿权利

人置身环境中,如同损害事故未发生然”之要求始终存在差距,〔11〕无法尽善尽美地实现完全赔

偿的目标。如果物权客体的灭失并未产生任何替代利益,则此不完美之风险由当事人自行负担

亦无不可。但是,倘若存在适格的代位物能够完全承载原物灭失后产生的替代利益,为了保护

物权人的权利不因意外或他人行为发生减损,法律借助物上代位的方式使该替代利益直接、自

动存续于代位物之上,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性法律关系,对于矫正正义的实现而言应当是更

优选择。

据此,物上代位制度应当定位于矫正正义的特殊实现方式,是一项私法上的物权性损害救济

机制。〔12〕当权利人面临丧失物权时,物上代位制度可以通过使物权在代位物上存续,实现 “物

权从未消灭”的矫正目标。相较于金钱赔偿等损害填补方式,物上代位制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物

权性的法律效果,更在于其可以通过维持基础法律关系的存在,恢复代位权人的完整利益。申言

之,物权人对原物享有何种权利,对代位物就仍然享有何种权利,这更加符合矫正正义的 “状态

恢复”之要求,也是物上代位发生的实质价值标准。

此前,学者们大多将物上代位的理论基础归因于担保物权的价值权属性,只要交换价值依然

存在,无论承载该交换价值的客体形态如何,担保物权均可及之。〔13〕由于担保物权人并不注重

对于物本身的使用、收益,仅意在取得对担保财产价值的支配,则对于担保物权而言,金钱赔偿

和物上代位的法律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性,即只需要恢复担保物权人所支配的经济价值即

可,物上代位的功能优势仅体现在其物权性的法律效果上。如此,价值权说将物上代位的发生归

结于担保物权的价值权属性,不仅未能揭示物上代位制度的功能本质,反而会使人们产生物上代

位仅能应用于价值权的误解。

基于矫正正义的理念,物上代位的适用范围并不全然局限于仅蕴含经济价值的权利,而是指向

代位物与原物价值的共通性和等值性。只要存在适格的代位物能够实现对原物价值的承继,就存在

物上代位发生的空间。〔14〕用益物权被评价为实体权,以对物之使用利益的支配为权利内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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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房绍坤:《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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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益物权物上代位应旨在实现对权利人使用利益的恢复。相较于使用利益的损害赔偿而

言,物上代位显然能够更加完整地恢复用益物权人的利益。更何况在我国侵权法理论的 “利益差

额说”视野下,当不存在替代支出和可得利益时,抽象的物之使用利益本身只是属于一种状态,

因忍受物无法使用而产生的 “不舒适性”并不构成一项独立的财产损害,这显然难以实现保护受

害人的功能。因此,有观点主张以 “状态差额说”对 “利益差额说”加以修正,将使用利益丧失

后的 “状态差”纳入损害赔偿范围。〔16〕即使如此,抽象的物之使用利益损害获得赔偿的条件在

理论和实践中仍然有较大争议,如受害人的使用意愿及可能性、标的物的生活必需性等,均可能

对受害人获得充分赔偿构成限制。〔17〕

值得讨论的是,与专注于经济价值的担保物权不同,用益物权的复杂性在于其可能同时承载

着作为实体权和价值权两种不同的评价方式,既可能因其客体作为物的属性被评价,也可能因其

所代表的价值而被评价。〔18〕既然如此,则居住权人能否基于居住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物上代位?

在罗马法上,用益权是指 “在保持物的本质情况下对他人之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19〕,而

“保持物的本质”就是以不改变物的社会经济用途为限,用益权人必须按照原所有权人的行使方

式来使用和收益。〔20〕随着现代社会对物的利用方式的不断丰富,不动产上收益的具体形式向货

币性收益转化,〔21〕“物权由本来注重对标的物的现实支配的实体权,演变为注重于收取代价或者

获取融资的价值权”〔22〕。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既可以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以土地产出物

作为收益,也可以选择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或融资担保,获取土地使用权本身的价值收益。当财产

被作为一种投资 (investment)时,权利人所期待的是拥有这些资产的价值,而不关心这些资产

到底是什么。〔23〕

可见,实体权和价值权的不同面向主要取决于权利人对物之利用方式。《民法典》第369条

明确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仅在是否有偿设立、出租等方面有所缓和,在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将

住宅的一部分出租或用于经营民宿,获取租金或其他经营性收益。但这些收益仍然是依附于居住

权的使用权能而得以实现,而非居住权的 “货币化”收益。质言之,我国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

只作为实体权而存在,不存在被评价为价值权的可能。既然如此,基于居住权经济价值物上代位

的方案就失去了意义。既然居住权人不能通过处分居住权来获取资本收益,仅能支配住宅的居住

利益,基于居住权经济价值的物上代位只能达到和金钱赔偿类似的法律效果,不能恢复居住权人

的居住利益,无法实现物上代位完整性的矫正功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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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志强;《论物之使用利益丧失的侵权损害赔偿》,载 《南大法学》2023年第5期。
参见徐建刚:《论使用可能性丧失的损害赔偿》,载 《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

SeeAlisonClarke&PaulKohler,PropertyLaw:CommentaryandMaterial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p.50.
米健译:《民法大全·学说汇纂》(第七卷:用益权),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参见汪洋:《从用益权到居住权:罗马法人役权的流变史》,载 《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
参见宋刚:《论收益权能的用益物权化》,载 《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
梁上上:《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载 《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49页。

SeeAlisonClarke&PaulKohler,PropertyLaw:CommentaryandMaterial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p.51.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住宅征收的案件时指出,尽管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都是法定的征收补偿方式,但在维护权

利人的居住利益方面,货币补偿与产权调换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0)最高法行申11035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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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居住权物上代位论者还援引比较法上关于用益权物上代位的立法例来论证居住权物上

代位的合理性。比较法上的用益权物上代位获得承认,主要是在以债权、股票和证券等资产权利

为客体的处分型用益权出现以后。〔25〕这种处分型用益权主要关注用益物的经济价值,从而对权

利客体的要求更加开放,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价值权,用益权人将用益物处分后的财产所得依旧

可以纳入用益权的客体。〔26〕这与我国法上居住权的利用方式大不相同,自然不能作为居住权物

上代位论的支撑。

2.替代住宅与原住宅是否具备使用利益的一致性

如上文所述,基于我国法上对居住权利用方式的限制,居住权物上代位只能基于住宅的居住

利益展开,对于 “居住权能否发生物上代位”的判断可以转换为对 “替代住宅和原住宅是否具有

使用利益的一致性”的判断。居住权物上代位论者也主要是着眼于居住权的居住利益,认为居住

权物上代位能够使居住利益得以存续,否则将导致本可于替代住宅上存续的居住利益被迫转为金

钱利益。〔27〕

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 《补偿条例》)第17条、第19条和第

21条之规定,产权调换本身就是一种与经济补偿并列的,以被征收住宅的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征

收补偿方式,〔28〕是对原住宅经济价值的替代和补偿,而非对居住利益的替代。在实践中,影响

住宅经济利益的计算因素有很多,〔29〕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应当是住宅占有的土地使用权的价

值。〔30〕在旧城区改造中,政府通常采取异地重建的安置方式,基于不同区位土地使用权价值的

差异,在经济价值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不同住宅的居住利益一致性很难得到维持。即使政府采取

原址回迁的方式或者在就近地段提供安置,新住宅的楼层、面积、朝向、户型等重要物理特征发

生改变,也会导致其与原住宅的居住利益不相匹配。

可能的质疑在于,这些社会生活中对居住利益的考量因素,是否需要进入到居住权的权利内

容之中。本文对此持肯定态度。其一,“居住”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意味着在某一处所长久地生

活,〔31〕从社会生活意义上而非仅从基本生存意义上来理解居住权,符合现代社会对居住概念的

一般认知。〔32〕其二,社会生活中的居住利益和法律上的居住利益之间界限的确定,应围绕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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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参见 《瑞士民法典》第750条、《德国民法典》第1046条。
参见 〔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01 702页;张静:《物

上代位的体系整合与教义学结构》,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
参见曹险峰、程奕翔:《论 <民法典>居住权于替代住宅上的存续》,载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期。
参见朱广新:《房屋征收范围与补偿标准的思考》,载 《法学》2011年第5期。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2024年修正)第25条第1款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

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因素。”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14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包含了对被征收房屋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的补

偿。司法实践中也普遍采此立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行再80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肖俊:《“居住”如何成为一种物权———从罗马法传统到当代中国居住权立法》,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19年第3期。
法院在审理涉及居住权的案件时,通常会结合当事人的住所条件、当地基本生活居住水平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满

足当事人的生活居住需要。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 (2021)新2323民初494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长春市南

关区人民法院 (2020)吉0102民初6053号民事判决书。



2024年第5期

法典》第366条所确立的 “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标准展开。〔33〕解释论上也认为,居住权的权

利范围应当根据居住权人的具体生活需要确定,〔34〕例如,居住权的受益对象除了居住权人本人

之外,还应当包括其家庭成员或因为其提供家庭服务而共同生活的人员。〔35〕基于这一立场,居

住权能否发生物上代位应当根据居住权人的实际生活居住条件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显然是具有个

性化的。在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要求损害赔偿应当充分考虑被侵权人个体的特殊情况,否则

将无法充分反映被侵权人的实际利益,也就无法使被侵权人达到 “如同损害没有发生”的状

态。〔36〕举轻以明重,作为矫正正义特殊实现方式的物上代位制度自然也要充分考虑居住权人在

原住宅的实际生活条件,以恢复其具体权益乃至生活目的所拥有的完整利益。

居住权物上代位论者之所以认为替代住宅和原住宅承载了相当的居住用途,是因为他们过度

简化了对居住利益的理解,将居住权的应用场景狭义地限定在保障弱势群体生存需要的情形,对

不同住宅上承载的居住利益等量齐观。这种简化认识,并不符合现实社会中居住权的复杂样态和

丰富内涵,也不利于保护居住权人的正当利益。居住权物上代位论者试图用作为经济补偿的替代

住宅填补居住权人的居住利益空白,注定难以实现物上代位的制度功能。当居住利益随着住宅条

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时,居住权人无法获取与原住宅相当的居住利益,则物上代位制度就失去了

其适用的必要性。此时,矫正正义的实现方式自然应当回归一般性的金钱赔偿,又何谈 “被迫”

之说呢?

(二)基于物上代位形式逻辑的否定

物上代位权的性质究竟是原物权在代位物上的延续,还是在代位物上取得一个新物权,法例

与学说上均有分歧。以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为例,“原物权延续说”认为,担保物价值转化为代

位物后,原担保物权并未消灭,继续存在于代位物之上。而 “新物权取得说”则主张,担保物灭

失后,担保物权归于消灭,担保物权人所享有的是以担保物灭失而产生的赔偿金请求权等债权为

客体的法定债权质权。〔37〕

《民法典》将物上代位的客体限定在担保财产因毁损、灭失或被征收而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

或补偿金,但物上代位的范围应当包含担保财产价值转化负载的任何形式,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

金请求权亦应归入其中,如此一来,在抵押权发生物上代位时就会面临抵押权以债权为客体的解释

障碍。因此,有学者主张应改采更加符合逻辑的法定债权质权说,即担保物权人所享有的是以担保

物灭失而产生的赔偿金请求权等债权为客体的法定债权质权。〔38〕值得注意的是,担保物权延续说

为了弥补自身缺憾,也通过吸收实质担保观对代位物形式多元的兼容,强调担保物权人对实质担

·071·

〔33〕

〔34〕

〔35〕
〔36〕
〔37〕

〔38〕

参见路鹏宇:《论裁判设立居住权的正当性依据与司法逻辑》,载 《中国不动产法研究》第2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24年版,第184页。
参见肖俊:《“居住”如何成为一种物权———从罗马法传统到当代中国居住权立法》,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19年第3期。
参见房绍坤:《论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载 《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
参见周友军:《我国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与实现》,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
参见 〔日〕我妻荣:《新订担保物权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郑永宽:《论担保物

权物上代位的实现》,载 《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9期。
参见程啸:《担保物权人物上代位权实现程序的建构》,载 《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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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权益之支配,不再拘泥于因构造或公示之不同而寻求担保权类型与客体的形式对应。〔39〕

上述两种学说虽然解释路径各异,但均注意到物上代位的解释论展开应当实现 “原物—请求

权—代位物”各个阶段之间权利的自动衔接和转换,以建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弥合物上代

位发生过程中的权利缝隙。但无论参照何种解释方法,用益物权的物上代位性在我国法上都难以

得到融贯解释。大陆法系的用益权客体囊括了不动产和动产,甚至权利和集合财产也均在用益权

客体之列,〔40〕这就意味着在用益权发生物上代位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均有权利的栖身之所。但

是,我国 《民法典》尚未创设动产和权利之上的用益物权类型,用益物权客体实际上仅限于土

地和房屋等不动产。〔41〕在原所有权人取得替代住宅的所有权之前,其所拥有的仅是对替代住宅的

请求权而已。此时,现行法上没有任何性质和内容相近的权利可以容纳用益物权人的权利状态。

根据物上代位的制度原理和规范构造,居住权物上代位既应当符合矫正正义的实质价值判

断,也要符合法律的形式逻辑。但由于权利用益物权的立法缺失,我国法上的居住权物上代位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权利缝隙,构成解释论上的障碍。如此看来,居住权的物上代位既不能实现

对原住宅居住利益的替代,有悖于矫正正义的实质价值标准,又欠缺法律形式逻辑的融贯性,则

解释论上不宜承认居住权的物上代位性。

(三)基于物上代位限制条件的否定

无论是一项新物权的取得,还是法律拟制物权的存续,从物权客体的角度观察,在物上代位

过程中都发生了物权的变动。〔42〕相较于一般的物权取得方式,物上代位最大的特别性即在于无

需当事人具有取得物权的合意,仅基于一定的事实即可自动发生。如果任由权利人基于价值关联

性而对形态变换后的标的物主张权利,则权利人对于代位物的物权主张可能随着价值延伸而不断

扩张,将给所有权人及其债务人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尽管物上代位可以最大程度维持财产关

系的平衡,却并非物权法上承认的一般性原理,而被视为一项 “特别措施”〔43〕。学理层面不乏对

物上代位会冲击物权法固有框架的担忧,将其视为一项 “迷人”却又 “危险”的制度。〔44〕

为了限制替代利益在代位物上的过度延伸,物上代位制度要求代位物的取得应当与原物的丧

失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关系,即原物的消灭和新物的产生是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而发生。〔45〕若代

位物和新物之间不具备直接的法律关系,仅具备价值上的关联性,则决定新物权的归属显然不属

于维系原基础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是创造了一项新的财产关系。与此类似, 《美国统一商法典》

第9 315 (a)(2)条中也对收益设置了 “可识别性”(identifiable)之限定,要求能够合理推断

收益和担保财产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对滥用 “收益”概念主张担保权益的延伸构成必要限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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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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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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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永宽:《论担保物权物上代位的实现》,载 《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9期。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1030条、第1032条、第1035条、第1068条。
尽管 《民法典》第323条规定动产也能成为用益物权的客体,但我国目前尚未创设以动产为客体的用益物权类型,

学理上认为用益物权的客体应限于不动产。参见房绍坤:《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参见张静:《物上代位的体系整合与教义学结构》,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
〔日〕我妻荣:《新订担保物权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参见张静:《物上代位的体系整合与教义学结构》,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
参见张静:《物上代位的体系整合与教义学结构》,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

SeeChristopher W.Frost,Secured Creditand EffectiveEntity Priority,51ConnecticutLaw Review575,58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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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担保人用收益价款购买其他种类的资产时,这些其他类型的资产将不再具备自动顺延原始担保

权的对抗和顺位效力。〔47〕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住宅灭失后于同一位置新建住宅,新住宅将构成被拆迁住宅的代位

物。〔48〕这一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当住宅损毁、灭失后,所有权人并不负有在原址上重建住宅之义

务,即便所有权人重建住宅,建造和征收也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其间并无直接关联,所有权人是基

于建造住宅的事实行为取得新住宅所有权,故不应认定新住宅为旧住宅之代位物。实际上,居住权

物上代位论者更倾向于将征收补偿中的安置房视为被拆迁住宅的代位物。理论和实践中也普遍认

为,在设定抵押权的房屋被征收时,用于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就是原住宅抵押权的代位物。〔49〕这就

不免令人产生疑问,安置房的取得和拆迁房的灭失是否基于同一法律关系? 有观点认为,所谓产权

调换在法律性质上应当属于拆迁房与安置房两个不动产所有权的互易,〔50〕这一观点符合人们的生

活经验和一般认知,也可以得出安置房就是拆迁房代位物的结论。相反观点则认为,用于产权调换

的安置住宅与原住宅不存在直接关系,被征收人是按照低于市场价格的购房价格优先向政府购买安

置房。〔51〕显然,第一种观点将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简化理解为 “拆迁房所有权———征收补偿请求

权———安置房所有权”,这种理解显然混同了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协议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也混

同了征收补偿请求权和安置房交付请求权,最终导向了安置住宅是原住宅代位物的结论。

征收决定是由征收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引起物权变动的效力。当征收决定生效时,住宅

所有权及其上的居住权负担都归于消灭,同时产生被征收人的征收补偿请求权。〔52〕而征收补偿

协议则是在征收决定作出后,征收人和被征收人就如何补偿等问题所达成的一项新的协议,是独

立于征收决定的法律行为。既然被征收住宅所有权已经因征收决定而消灭,则征收补偿协议中的

产权调换条款自然不可能属于所有权之互易,其性质应属于以物抵债协议。具言之,征收人与被

征收人按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签订补偿协议,实际上是被征收人与征收人约定以安置房所有权冲

抵此前的征收补偿请求权。另外,当安置房和拆迁房存在价值差额时,协议通常还会约定被征收

人另行支付差价。〔53〕根据征收补偿协议,被征收人享有债权性的安置房交付请求权,〔54〕同时

负有差额价款的给付义务,被征收人取得安置房所有权系征收补偿协议履行的结果。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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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53〕

〔54〕

近年来,为了应对动产担保的流动性挑战,有学者主张将物上代位的范围目的性扩张至担保物转让的收益所得,这

与美国法上动产担保权益的自动延伸制度具有一致性。参见张素华、李鸣捷:《论动产抵押物转让中 “收益”物上代位的实现》,
载 《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20)京03民终662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程啸:《担保物权人物上代位权实现程序的建构》,载 《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2期。
参见袁野:《“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载 《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
参见朱广新:《房屋征收范围与补偿标准的思考》,载 《法学》2011年第5期。
参见房绍坤、马浩:《论因征收导致的物权变动》,载 《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例如,长春市某小区拆迁协议中含有如下内容:“安置房的建筑面积大于拆迁协议约定建筑面积部分的差价款,以协

议约定的户型为基数,10平方米以下 (含10平方米)属于自然增加面积,按照协议约定的上限价格执行;超出10平方米以上

的部分,按××花园 (安置小区)的房屋市场价收取。”《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26条第3款第1句规

定:“因旧城区改建征收居住房屋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区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源,供被征收人、公

有房屋承租人选择,并按照房地产市场价结清差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第7条第1款对安置房赋予

物权性的处分保护,系 “债权物权化”之效果。参见房绍坤、毛俊龙:《遗赠扶养协议优先效力的正当性基础与保障路径》,载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袁野:《“债权物权化”之范畴厘定》,载 《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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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征收补偿的场景中,用于产权调换的新住宅与原住宅之间仅具备价值关联性,而不存在法

律上的直接关系,新住宅自然不能构成原住宅的代位物。

三、居住权物上代位论的价值负载及其澄清

居住权物上代位论者认为,所有权人设立居住权通常是基于亲情、友情等因素而希冀解决居住

权人的生存困难问题,故使居住权在替代住宅上存续符合所有权人设立居住权的初衷,且居住权制

度负载保障住有所居的制度目标,蕴含社会保障色彩,需要居住权人稳定与持续地享有权利。〔55〕

上述观点实质上是将所有权人设立居住权的伦理动机和居住权的立法目的,归结为居住权所具有

的人身性和社会保障性质,进而在价值层面强调居住权存续的必要性。

一直以来,我国法上的居住权解释论始终背负着沉重的价值负载,这种价值负载的根源应在

于居住权的人役权属性。罗马法上的初始居住权最初创设时旨在解决家长亡故时没有继承权或者

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问题,其权利内核可以归结于保障弱者居住利益的家庭伦理性。〔56〕

这种满足特定人利益的供养目的造就了居住权高度的专属性与人身性,此即居住权的人役性之本

质。〔57〕但是,居住权的人役性并不意味着家庭伦理因素直接进入了居住权的权利内容,而是仅

构成对居住权行使的限制,且这种限制主要是通过物权规则对居住权权利范围和期限的调整而实

现的,与所有权人设立居住权时的伦理动机并不存在直接联系。

《民法典》第369条对居住权无偿性和不可出租的态度缓和,表明了立法者对于居住权功能

持审慎开放的务实态度。具体而言,居住权制度的立法目的,不仅承载着 “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的要求”〔58〕,也包括了 “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

房保障的灵活安排”〔59〕,为所有权人提供更多支配住宅的途径和选择。因此,我国 《民法典》中

的居住权应包括保障性和市场性两种功能,既不能完全按照商业化建构,也不能完全与商业化脱

钩。〔60〕所以,虽然 《民法典》基本沿袭了比较法上居住权的人役性限制,也并不妨碍所有权人

基于投资目的,在合资购房、酒店式公寓等房产投资领域为居住权人设立有偿性居住权,超越传

统人役权的典型应用场景,〔61〕居住权不但可以发挥家庭保障功能,还可以作为房屋上财产价值

利用和分化的工具。〔62〕此时,所有权人对家庭成员或其他弱势群体的帮扶仅表现在保障性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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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60〕
〔61〕
〔62〕

参见曹险峰、程奕翔:《论 <民法典>居住权于替代住宅上的存续》,载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期。

参见汪洋:《从用益权到居住权:罗马法人役权的流变史》,载 《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刘阅春:《居住权的源

流及立法借鉴意义》,载 《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
参见李永军:《论我国民法典上用益物权的内涵与外延》,载 《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
王晨:《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说明———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上》,载 《中国人大》2020年第12期,第17页。
荆龙:《民法典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审议》,载 《人民法院报》2018年8月28日,第004版。
参见李永军:《论居住权在民法典中的体系定位》,载 《比较法研究》2024年第1期。
参见曾大鹏:《居住权的司法困境、功能嬗变与立法重构》,载 《法学》2019年第12期。
参见申卫星:《视野拓展与功能转换:我国设立居住权必要性的多重视角》,载 《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相同的

观点可以参见王利明:《论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载 《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汪洋:《民法典意定居住权与

居住权合同解释论》,载 《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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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典型应用场景和所有权人设定居住权时的伦理动机。倘若仅根据居住权设立动机的不同,而

使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居住权法律效果有所差异,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是在保障性居住权应用场

景中,为他人设立居住权也仅仅是所有权人履行扶助义务的一种方式,所有权人也可以选择其他

扶养方式。申言之,所有权人设定居住权的义务仅停留在合同义务层面,这与法律上的扶养义务

存在本质区别。如果不存在设定居住权的法定义务,则这种价值负载也就不足以为居住权的存续

提供正当性支撑。居住权物上代位论者着眼于保障性居住权设立时的伦理目的考量和社会价值负

载,错误地将特定情形下的伦理义务置换为法律义务施加于所有权人之上。由此看来,坚持居住

权物上代位论确实是 “以弱者保护思维替代物权技术的观念,将法律行为中动机上的伦理目的与

行为所要实现的特定的法律后果相混淆,由此偏离了民法形式理性的思维轨道”〔63〕。

《民法典》既然以意定居住权为规范对象,则从权利本质上来说,居住权的设立是所有权人

对自己财产自由处置的结果。当居住权消灭后,所有权人如果希望居住权人的利益得以保障,自

然可以在替代住宅上重新设立居住权。而在住宅所有权发生继承或遗赠后住宅又灭失的情形下,

居住权人的生活需要可通过居住权消灭后的经济赔偿或补偿得到保障,也并不会导致遗嘱人的目

的落空。至于是否在新住宅上设立居住权,应当尊重新所有权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可将原所有权

人的意思强加于新所有权人之上。

四、居住权消灭后居住权人的权利救济

居住权因住宅损毁、灭失而消灭后,居住权人既可以与所有权人重新协商设立居住权,也可

以选择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补偿。不可否认的是,居住权物上代位论虽然在解释论和价值论层面都

不具备正当性,但在实践中便于理解和执行。因此,居住权消灭论的解释作业,亦应该重点关注

居住权损害赔偿和征收补偿的制度设计,以便为司法实践提供确定指引。

(一)居住权人的损害赔偿或征收补偿请求权

居住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性权利,因他人侵权行为导致权利灭失时,居住权人自然得以向

侵权人请求损害赔偿。但是,实践中对于居住权人在征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却有着不同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草案)》第二次和第三次审议稿中均规定了住宅消灭后,所有权人给

予居住权人适当补偿或安置,部分地方性立法如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

也要求被征收人在获得征收补偿后,应当负责安置房屋使用人。由此,实践中很容易产生对居

住权人负有补偿或安置义务的是住宅所有权人而非征收人的误解,进而否定居住权人在征收补

偿程序中的独立地位。有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居住权人作为房屋实际使用人不属于征收补偿法

律关系的主体,也不属于可以主张分割征收补偿利益的适格主体,从而驳回了居住权人关于住

宅征收补偿份额的请求。〔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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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肖俊:《“居住”如何成为一种物权———从罗马法传统到当代中国居住权立法》,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

报)》2019年第3期,第101页。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1)沪02民终3976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1)京02行终

103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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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条例》制定时我国立法尚未创设居住权制度,因此,居住权人在征收补偿程序中的规

范地位的确属于立法空白。但是, 《民法典》第327条已经规定用益物权人有权获得征收补偿,

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65〕只是长期以来,我国征收立法仅在狭义概念上使用被

征收人的概念,即只有被征收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权人属于被征收人,被征收不动产的用

益物权人和担保物权人等非直接征收对象均属于征收关系人范畴。但是,尽管征收关系人在征收

程序中无权干涉被征收人是否接受征收、选择以何种方式补偿等权利事项,但不影响其在面临财

产损害时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征收程序并作出一定的独立权利主张。〔66〕

与居住权人面临类似情况的还有房屋承租人。《补偿条例》在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

基础上将承租人从征收补偿对象中删除,理由在于房屋出租是所有权人和承租人之间形成的民事

法律关系,征收人只需要支付给被征收人租金补偿,承租人和所有权人之间应当按照合同解除的

规则处理。〔67〕但这一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招致批评。理论界认为,对承租人的征收补偿应当

是征收人的 “国家义务”和被征收人的 “社会义务”,必须赋予承租人在征收程序中的独立权利

和地位。〔68〕司法实践也在试图修正这一立场,在征收人明知承租人的存在,但未与房屋所有权

人或者承租人达成任何补偿安排,或者承租人因征收行为遭受实际经济损失时,应该认定承租人

与房屋征收行为之间具有 “利害关系”且有权独立提起行政诉讼。〔69〕

相较于所有权人而言,居住权人与承租人同处弱势地位,且居住权的市场价格评估机制尚不

完善,如果居住权人不能参与征收补偿的协商程序,则其在对征收人和所有权人的权利主张在谈

判过程中更容易落于下风。居住权人的权利在征收过程中被漠视,同样会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

题。〔70〕因此,应当明确居住权人在房屋征收过程中的直接补偿地位,在拟定补偿方案、签订补

偿协议及作出补偿决定时,应把居住权人作为征收关系人纳入征收程序中,若居住权人的利益受

到损害,其有权在征收程序中提出独立的请求,或者对征收人提起行政诉讼。

除了赋予居住权人在征收程序中的独立地位,还应当对居住权财产价值进行独立评估。理

论上,征收补偿价格的计算规则有统一计算规则和分别计算规则之分。〔71〕前者认为,既然征

收的标的是房屋和土地所有权,居住权是从所有权中分离而来的,居住权人仅在法定征收补偿

费用中享有相应的份额,应先进行统一计算,再由房屋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参考市场价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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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68〕
〔69〕
〔70〕

〔71〕

参见屈茂辉、周志芳:《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地方立法文本分析》,载 《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48页。

参见房绍坤、王洪平:《公益征收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补偿条例》第25条明确规

定房屋征收部门直接与被征收人,也就是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第20、21、22条涉及房屋评估、补偿方式、支付对

象等条款皆明确协商主体为 “被征收人”。
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农林城建资源环保法制司、住房城乡建设部法规司、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编著:《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参见房绍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法律问题与对策》,载 《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行申13115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2020)最高法行再110号行政裁定书。
如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豫01民终24905号民事判决书中显示,所有权人拒绝将已经从征收人处实际

领取的过渡费和生活补贴分发给居住权人,遂引发争讼。

SeeGideonKanner,AndNow,foraWordfromtheSponsor:Peoplev.Lynbar,Inc.Revisited,5UniversityofSan
FranciscoLawReview39,43 44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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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分配,而后者则是分别计算所有权和居住权的财产价值。〔72〕本文认为,基于程序便捷和

避免纠纷的考量,对设定居住权住宅的征收补偿应当采取分别计算规则。其一,若采统一计算

规则,则居住权人作为征收关系人在实体法上的独立地位无从彰显。被征收财产价值的评估和

补偿是居住权人的核心诉求,如果不能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对居住权的财产价值作出明确的评

估,居住权人作为征收关系人的独立请求权即沦为具文。其二,考虑到居住权人缺乏与所有权

人议价的能力,在征收人主持的征收程序中就完成对居住权财产价值的评估和补偿款的分割更

有利于居住权人的权利保护。当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时,由于居住权人无权干涉

被征收人选择征收补偿的方式,且征收人仅能向被征收人交付安置房,居住权人可以和被征收

人、征收人事先在征收程序中就居住权财产的评估价值和履行方式进行协商,若被征收人未按

照协商结果向居住权人支付征收补偿或者予以安置,则居住权人有权向所有权人主张居住权价

值部分的不当得利返还。

(二)居住权损害赔偿或补偿范围的计算

1.居住权损害赔偿或补偿的财产范围

侵权法上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财产价值的减少、消极财产的增加和所失之利益。〔73〕就

居住权损害而言,具体赔偿范围应当包括居住权的财产价值、居住权人搬迁和临时安置的损失,以

及居住权人将部分住宅用于出租或经营民宿的收益损失。而征收补偿的范围与此类似,主要包括被

征收土地 (含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损失、其他损失以及负担损失三类补偿,同样分别对应居住权

的财产价值、居住权人搬迁和临时安置的损失,以及居住权人的营业损失。有的法院在判决中仅支

持了居住权人的搬迁和临时安置损失补偿 (过渡费),错误地忽视了居住权本身的财产价值。〔74〕

2.居住权损害赔偿或补偿的计算方式

居住权损害赔偿的计算,应根据居住权人通过商业市场重新获得住宅使用利益之代价确

定。〔75〕采取市场价格基准的前提在于存在充分的公开市场,所涉财产具有充分的可交易性

和可替代性。当不存在完全同一的替代物时,应当参照情况相似的物确定市场价格。考虑

到现行规范中居住权的不可让与性在客观上阻碍了居住权统一市场之形成,在很多情况下

可能并不存在公开的居住权交易市场。此时,应当根据居住权的设立是否存在对价而采取

不同计算方式。

其一,当居住权人支付对价的情形下,为取得被侵害财产而支付的价款可以作为确定该财产

市场价格的依据。〔76〕所以在计算损害赔偿价格时,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所支付的价款和剩余期

限来确定居住权的剩余财产价值,未约定期限的居住权可以参照人身损害赔偿中伤残赔偿金和死

亡赔偿金的相关规则,以自然人80年的一般生存期限作为居住权存续期限。其二,当居住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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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不存在相应的对价,或者居住权人支付的对价不足以反映居住权的经济价值时,可以参照类

似住宅的租赁价格确定居住权的市场价值。〔77〕所谓类似住宅,应根据就近原则,结合被征收住

宅区位、套型、面积等具体因素确定。

值得讨论的是,有学者主张居住权的征收补偿数额应根据居住权是否有偿设立而有所区别,对

于无偿设立的居住权应采适当补偿,其理由有二:第一,无偿设立居住权是为了保障特定群体居住

权益,不应让设立人负担过重的义务,应对居住权人采适当补偿原则,其具体补偿份额应在有偿居

住权所获补偿的基础上予以削减;第二,鉴于居住权人未付出任何代价,几乎等同于受赠与,故享

有的补偿份额应低于有偿设立的情形。〔78〕上述观点实质上将有偿设立时居住权人支付的费用等同

于居住权之对价,错误地将是否支付对价作为市场性和保障性居住权的界分标准,模糊了二者之间

的本质区别。诚然,《民法典》允许当事人就居住权的有偿设立进行例外约定,为市场性居住权的

解释论作业留存了空间,但有偿设立绝非两种居住权之间的根本区别。市场性居住权在本质上体现

为投入建筑资金的对待给付或对价 (建筑造价补贴),〔79〕而保障性居住权强调所有权人对弱势群

体的帮扶,即使当事人约定有偿设立,其支付的费用亦不能等价于建筑资金的投入。换言之,即

使是保障性居住权,原则上也不排除当事人约定有偿设立的可能性,但如果居住权人支付的费用

不足以构成使用住宅之对价,则不能凭借居住权人支付的价款来衡量居住权的经济价值。因此,

在实践中不能一概而论,以是否有偿设立来区分居住权的价值,而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以及居

住权人支付的费用是否能够反映居住权的经济价值进行综合考量和评估。无论何种方式设立的居

住权,其财产价值的确定均应坚持市场价格基准,不能因财产权利取得方式不同而存在差异。居

住权设立时是否支付对价影响的仅是居住权财产价值的计算方法,而非居住权财产价值本身。

除了 “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民法典》第1184条还规定了 “其他合理方式”的损害赔

偿计算方法。在按 “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财产损失时,只需考虑普通因素,无需考虑个

性化和非客观性的因素。〔80〕但当被侵害住宅对于居住权人而言所具有的主观价值高于市场价值

时,应当通过 “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方法将主观价值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再者,如果住宅当中

蕴含着精神利益,如传承多代的祖宅已经构成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则居住权人亦可根据 《民

法典》第1183条主张寄托于特定财产的精神损害赔偿。〔81〕而就征收补偿而言, 《民法典》第

117条、《补偿条例》第2条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48条等相关规

则均确立了征收补偿中 “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关于 “公平、合理”补偿的内涵,学理上存

在完全补偿说、适当补偿说和公平补偿说等多种解读。其中,完全补偿将征收补偿和损害赔偿等

量齐观,增加了征收成本,不利于公益实现;适当补偿有违宪法权利保障之精神;唯公平补偿能

平衡公益和私益之矛盾,更加可取。因此,对于被征收财产的计算应严格以被征收财产的市场价

格为基准,主观价值损失等原则上无法受偿。〔82〕

·771·

〔77〕
〔78〕
〔79〕
〔80〕
〔81〕
〔82〕

参见陆剑、胡梦杰:《<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征收补偿问题研究》,载 《中国土地科学》2020年第12期。
参见陆剑、胡梦杰:《<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征收补偿问题研究》,载 《中国土地科学》2020年第12期。
参见崔建远:《物权编对四种他物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载 《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
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参见李承亮:《<民法典>第1184条 (侵害财产造成财产损失的计算)评注》,载 《法学家》2021年第6期。
参见房绍坤、曹相见:《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 “公平、合理”补偿》,载 《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2024年第5期

五、结 语

“有恒产者有恒心”。安居乐业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居住权

制度作为在住宅上新创设的物权性利用方式,负载着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立法目标,其设立

和运行关乎社会民心,意义不可不谓重大。然而,对于居住权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追求,应当沿着

私法理性的轨道前进,而不宜动辄以居住权的价值负载扰乱解释论的展开。居住权物上代位论的

解释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居住权人的利益,但是既不能实现物上代位制度的矫正功能,

又欠缺法律形式逻辑的融贯性,在解释论上难以获得支撑。因此,应当明确将住宅灭失作为居住

权的消灭事由,使住宅消灭后居住权的法律后果回归物权消灭的一般样态,并通过金钱赔偿或补

偿充分保障居住权人的利益。

Abstract:Article370oftheCivilCodedoesnotstipulatethelossofadwellingasacauseof

extinguishmentoftherightofhabitation,whichhasgivenrisetothedebateonwhethertheright

ofhabitationcanbesubrogatedintheeventofthelossofadwelling.Basedontheperspectiveof

interpretativetheory,thesubrogationtheoryoftherightofhabitationwronglyconfusesthe

economicandresidentialinterestscarriedbythereplacementdwelling,failingtoachievethe

correctivegoalofrestoringthecompleteinterestsoftheowneroftherightofhabitation,andthe

limitednatureoftheobjectofusufructuaryrightleadstothefailureofbridgingthegapofrightsin

theprocessoftheoccurrenceofsubrogationoftherightofhabitation.Inthescenarioof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thereisonlyacorrelationofvaluebetweentheoldandthenewdwellings,rather

thanadirectlegalrelationship,thusthenewdwellingscannotbecomecompetentsubrogation

objects.Intheabsenceofjustificationattheinterpretativetheorylevel,insistingonsubrogation

oftherightofhabitationbasedontheethicalloadontherightofhabitationisinfactreplacingthe

realrighttechniquewithethicalthinking,whichdeviatesfromthetrackofprivatelawrationality.

Therightofhabitationshouldbeextinguisheduponthelossofthedwelling,andtheownerofthe

rightofhabitationshallhavetherighttoclaimdamagesor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independently.

Whenthereisnouniform marketprice,thepropertyvalueoftherightofhabitationshallbe

determinedbasedonitsconsiderationatthetimeitwasestablishedanditsremainingperiod,or

byreferencetotherentalpriceofasimilardwelling.

KeyWords:extinguishmentoftherightofhabitation,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subrogation,

interestofuse,personalserv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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